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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指理论视角下的当代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研究

张 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其经典作品《结束语：语言学与诗学》中，区分了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区分

了符指过程中的六大因素，进一步论述了日常语言的六种因素及其六种相应功能，即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

接触和代码等六种因素，对应的表达功能、意动功能、指涉功能、诗的功能、交流功能和元语言功能等六种功能。

赵毅衡先生将这个语言交际模式与符号学作了融合，完善了雅各布森的六符指理论，并将该理论推演到广告、品

牌等符号学研究中，拓展了对语言交际模式的运用。 本文在考察梳理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基础上，从六符指

视角对这些媒介进行分类，并分析这些媒介的使用情况及其变化，试图揭示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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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符指理论与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关联

1.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界定与概括

提到传播媒介，很容易联想到如今的报纸、广播、

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大众文化传播媒介。这些媒介在大

众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日益见长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之外， 少数民族文化还有其独特

的传播媒介。在《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一书中，我们

见到了一个以介质为主要内容和研究基础的架构。 这

里的介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媒介， 而是泛化为一

种广义的信息载体，包括器物、图像、文字、言语、通道

以及人等等［1］。 这个说法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

也普遍适用。藏传佛教文化具有独特的宗教文化内核，

需要相应的宗教文化传播媒介。根据有关理论，笔者结

合自己在藏区对藏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媒介的调查，将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界定为：“与大众传播媒介相区

别的用于表达藏传佛教文化意义的传播载体。”笔者认

为，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包含日常性媒介与仪式性

媒介两大类。日常性媒介包括以转经筒、佛珠和哈达为

代表的渠道性宗教文化传播媒介； 以磕长头为代表的

肢体宗教文化传播媒介； 以口诵经文为代表的言语宗

教文化传播媒介；以玛瑙、珍珠、绿松石、红珊瑚、唐卡

和酥油花为代表的消费宗教文化传播媒介， 以及互联

网、手机等新兴的宗教文化传播媒介。仪式性媒介则将

藏传佛教法会等仪式过程，视为一个完全的媒介文本。

仪式性媒介的特殊性在于， 仪式不仅需要龙达等仪式

专属媒介，更需要仪式过程中人的参与，因为有人作为

媒介文本的一部分，仪式性媒介才显得完整。学者郝朴

宁、李丽芳在有关论述中，也将人列为宗教文化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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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媒介［2］。

2.从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模式到赵毅衡的六符指

雅各布森是俄国 20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家与符号

学家。 在皮尔斯的研究基础上，雅各布森于 1958年发

表了著名文章《结束语：语言学与诗学》。该文区分了日

常语言和文学语言，区分了符指过程中的六大因素，进

一步论述了日常语言的六种因素及其六种相应功能，

即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和代码等六种因

素，对应的表达功能、意动功能、指涉功能、诗的功能、

交流功能和元语言功能等六种功能。

赵毅衡先生将这个语言交际模式与符号学作了

融合，完善了六符指理论，并将该理论推演到广告、品

牌等符号学研究中，拓展了对语言交际模式的运用。例

如，赵毅衡先生提出：“语境就是符号学中的所指，信息

就是能指， 接触就是中介。 ”“符号表意过程六因素之

中，某种因素成为主导，能使媒介文本获得某种品质。 ”［3］

3. 六符指理论与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关联

可能性

赵毅衡先生指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3］。 延伸

来说，一切意义都必须用符号表达，任何交际活动也必

须凭借符号进行。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也离不开媒介符

号， 藏传佛教文化的媒介传播过程是一个符号传递过

程。符号传递过程就是符号的表意过程，也就是本文所

要研究的符指过程。藏传佛教文化的整个体系中，传播

媒介种类复杂，数量众多，笔者虽然曾通过访问调查和

统计抓取其媒介特征进行过分类梳理， 但之前的研究

尚欠深入。 为此，笔者试图以符指理论为视角，对藏传

佛教文化传播媒介进行二次分类和梳理， 揭示这些媒

介在当今藏传佛教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变化。

二、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符指倾向

在六符指理论中，文化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

个符指过程。 这涉及到赵毅衡先生所指出的符号学领

域的六个因素———发送者、能指、所指、中介、符码和接

受者。在符号传递的过程中，符指过程中的六个因素的

地位不是平等的，会出现某种倾向。 为此，笔者将藏传

佛教文化传播媒介划分为六种类型， 并对其进行符号

学视角的阐释。

1.侧重于发送者———藏密法器

譬如大鹏金翅鸟，是佛教八部众之一，也称为迦

楼罗，列位于胎藏界外金刚部之南方，是印度教当中三

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乘物。 大鹏鸟是从忿怒主尊自性

神变及大悲妙力中自然幻化，外观虽然威严，但这形象

正是为了调化凶猛毒龙等众生的需要。在藏传佛教中，

大多数外观威严的藏密法器， 都是为了降伏一切发邪

愿的鬼魅妖魔，供养修持此类法器，可消一切违缘 ，恶

疾不染，诸障净除。在这里，表意侧重于发送者，表达发

送者的情绪。

2.侧重于接受者———言语和肢体媒介符号

这个要素具有明显的意动功能，指向性和目的性

都很强。基于这个原因，有人批评雅各布森的交际模式

是线性、单向的，忽略了受众对信息消化与接受过程的

参与性。其实，这是对雅各布森的误读。既然他将接受

者列为交际过程必须具备的要素， 实际上已将接受者

的参与性接受纳入考察视野。 传播并非发话者的单向

行为，而是与接受者的互动［4］。 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

介中，一方面，侧重于接受者要素的意动功能具有隐蔽

性。 媒介符号不是直接传递祈使信息，实现传播效果，

而是通过隐性祈使，传输“只有受者参与，才能形成这

个媒介符号”的理念，使接受者“听从安排”。另一方面，

因接受者参与而形成的言语和肢体媒介符号， 带有很

强的双向互动性 （这也可纠正学界个别研究对雅各布

森的误读）。总之，在藏民族日常使用的宗教符号中，言

语宗教符号（念经）与肢体符号（磕长头），侧重于接受

者，具有很强的意动性，需要符号表意接受者的自身参

与才能实现其意动功能。

3.侧重于媒介———渠道性媒介符号

转经筒、佛珠和哈达作为最常见的宗教渠道性符

号， 也是接受者与藏传佛教文化保持接触的最有效方

式， 这种物化符号是一种便携、 简单和独特的表意渠

道。 或许有的人对使用转经筒和佛珠背后深层次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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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涵义并不一定理解， 但是藏族同胞手持转经筒和佛

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凭借这种表意渠道并反复接触，

对于表达宗教信仰十分重要。也因为这个特性，渠道性

媒介并不仅限于藏民族使用， 藏汉民族之间就常用转

经筒、佛珠和哈达进行礼仪性沟通。 例如，由于语言上

存在差异，人们在九寨沟、拉萨等藏区观光旅游时，转

上转经筒，手持佛珠，敬献哈达，就成为藏汉同胞之间

跨越语言的有效沟通方式。

4.侧重于对象———新兴宗教符号

从宗教的视角看，当大众传播媒介承载藏传佛教

文化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体结合），它就可被看作是

新兴的宗教符号。 新兴宗教符号因带有面向大众的特

点，尤为侧重于表意对象，更重视符号表意直指对象的

实用性。正如索达吉堪布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所说：当前

社会，人们的分别念极其繁乱，思绪非常复杂，此时的

佛教犹如甘露般，无疑是消除内心烦躁的一剂清凉。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网上就有一些类似“藏传

佛教文化网”的网站，网站上的“寺院”24 小时开放。

QQ聊天、QQ群交流、网络在线念佛、在线抄经以及手

机信息发送等，显现出新兴宗教文化传播媒介简单、便

捷和实用的特性。 例如，在“念佛堂”网站中， 各种祈

福经文被分门别类， 使用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诵经时间

点击进入其中，可以看到模拟现实诵经的界面。使用者

此刻不管身处何处，都仿佛沉浸在宗教的世界中，可以

潜心诵经祈福。新兴宗教文化传播媒介直指传播对象，

具备很强的实用性。

5.侧重于文本本身

在雅各布森看来，信息传播过程中，如果强调表

达本身，即强调文本本身和语言特征，那么传播的诗性

功能就可以被表现出来［4］。 雅各布森给出的诗性功能的

定义为：诗性功能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用到组合轴［5］，也

就是对等的语言要素的序列组合。 藏民族是个宗教气

息浓厚的族别，因此，相对于宗教符号，艺术符号显得

不那么“主流”，而是由于其艺术材质的凸显，被更多地

赋予了诗性。侧重于表意的文本本身，多出现在藏民族

艺术符号中。

（1）唐卡。 它以色彩绚丽著称，所有原料为传统的

有色矿石，用彩缎织物装裱成卷轴画，画成托裱后，再

用彩缎拼接边框作装饰。 它是西藏特有的佛教美术艺

术之一。

（2）酥油花。它以酥油为原料，是一种以人物、花卉、飞

禽、走兽和树木等为表现主题的高超的手工油塑艺术。

（3）玛瑙。 它是七个佛教珍品之一，自古以来就包

含了原始、简单、实用的宗教内涵，被视为驱除邪恶的

护身符以及爱和希望的象征。同时，它还有助于消除压

力、疲劳、污水及其他负性能量［6］。

（4）绿松石。它因形状和色泽与绿色松树相似而得

名。中国西藏的绿松石被认为是神的化身，是权力和地

位的象征，是最流行的神圣装饰物。近代历史上的第一

个藏王的王冠就是以它为主要材料制成。同时，绿松石

作为有经济价值和符号价值的配饰， 在藏区也很有市

场。绿松石以其特有的工艺品质，成为藏民族渴求的符

号含义的一种标签。

（5）红珊瑚。 红珊瑚是较早被藏民族使用的宝石。

红珊瑚作为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着悠久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藏区的游牧民族，对

红珊瑚更是喜爱有加， 甚至将红珊瑚作为一种祈祷的

载体———“彼岸神圣佛祖”祝福寄托的物件。同时，红珊

瑚的应用也是宗教信仰中“尚红”观念的体现［6］。

上述媒介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

展，文本携带的宗教信息及文化意义逐步削减，藏民族

对它们的关注点转到这些文本符号本身的材质上。 文

本符号的意义大小渐渐不在于携带的宗教文化信息量

多少，而是在于文本自身的材质特征。材质特征因其特

殊的视觉美感而被分类、被划分价值意义，且逐渐在彼

此之间形成“互文性”。也就是说，其意义大小参照没有

体现在选择轴———宗教意义挖掘上， 而是在组合

轴———文本符号本身的大小、色泽、人工耗费量、亮度

及透明度上。同时，个体文本符号（每幅唐卡、每只酥油

花、每个玛瑙、每颗绿松石和红珊瑚）在相互参考、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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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相互映衬之间，获得自身的价值大小。

6.侧重于符码———仪式性符号

以上讨论的符号， 均可在日常性与仪式性中出

现。而有些仅属于仪式的特有符号如龙达，则侧重于表

意符码。 例如，藏民族的法会，僧人的辩经，藏族出生、

婚嫁、死亡等仪式，都依托于背后的符码，以及符码集

合成的源语言，才得以表意。

以僧人的辩经为例。 僧人的辩经系统与受者共享

着一套完整的表意系统， 这个系统有规范的代码编码

与解码系统，且约定俗成。 因此，在平常看来严厉的表

情，夸张的动作，高亢嘶吼的音量，在辩经过程中，都被

赋予完全不同的内涵表达， 需要运用与该仪式匹配的

一套约定俗成的特定符码来进行编码与解码。

仪式性媒介符号因其与日常性媒介符号的天然

区别，经过长年累月的约定俗成，形成了一套特别的全

新的符码系统。

三、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的当代变化

当今全球化、网络化给宗教文化传播带来前所未

有的方便条件。 便捷的交通与资讯极大地拓展了传教

空间，经济一体化打破了阻碍宗教传播的壁垒，民主政

体保证了信仰自由。 一台收音机可以把闹市中的布道

声远播到密林深处， 一台计算机可以把乡村寺院里的

晨钟暮鼓传送到繁华的都市，一台摄像仪甚至可以把布

达拉宫的辩经过程完整再现于纽约唐人街的餐厅中［7］。

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媒介在当代所呈现出的变化， 正是

基于藏文化在当代“地球村式”传播的需要而发生的，

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1.分级门槛化

从雅各布森的符指六要素看当代藏传佛教文化

传播媒介，处处体现着分级门槛化。侧重于发送者与侧

重于符码的媒介符号，对信息受者的要求较高，需要具

备较高佛教知识、 藏文、 藏语等藏传佛教文化媒介素

养，因而门槛最高。 侧重于受者、对象、符码的媒介符

号，对受者的要求次之，或者需要受者参与，或者需要

具备实用媒介工具使用技能， 或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符

码解读能力。 侧重于媒介和文本的媒介符号则门槛最

低，只需要占据渠道或者具备情感审美能力，就可以使

用和体验。这种分级的门槛化，将博大的藏传佛教文化

分门别类， 让不同层次的受者都有机会参与体验并实

现二次传播， 符合当代社会信息高速裂变的需要。 同

时，这也是藏传佛教适应现实社会发展，与现世社会契

合，吸引世俗社会的原因所在。

2.抽象符号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农牧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过渡，许多藏族同胞通过外出打工、到国家机关

工作或从商等，摆脱了传统农耕、游牧生活方式。 宗教

文化传播的传统地缘性被打破之后， 依附于地缘开展

的一整套宗教文化传播活动， 以及龙达等仪式性专属

媒介符号，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转经筒、佛珠、酥

油灯、诵经机以及手机、网络等新兴宗教媒介，因其具

有便携性、简单性、实用性、高度的抽象性与符号性，在

当今藏民族生活中大放异彩。 将悠久的藏传佛教文化

浓缩、抽象，并进行符号化呈现、加工，是藏传佛教文化

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之一。

3.实用快捷化

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侧重于媒介和对象的媒

介符号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欢迎。 渠道性媒介符号因其

轻巧便携，已进入当代千家万户藏族同胞的生活中。脱

离传统农耕、游牧生活方式，藏族同胞进入到各行各业

的世俗生活中，日常生活也随之被世俗生计填满，宗教

活动也常常要利用闲暇的碎片时间开展。 转经筒、佛

珠、哈达等渠道媒介符号，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 利用

手机、网络等现代化新兴媒介，实现诵经、祈福的电子

信息化，既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满足了当今藏民族高

效、实用的生活方式需要。

4.情感审美化

藏传佛教文化除了具备宗教功能外，还具备艺术

功能，对人们有激发审美情感的作用。侧重于文本的宗

教媒介符号，就是以情感审美为立足点，在呈现原本的

宗教意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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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文本之间彼此对比、参照，形成互文。如今，仪式性

宗教媒介发展为或以表演形式出现， 供游者来到藏区

观看；或被现代化通讯媒体记载，跨区域出现在任何地

方。 如学者戴继诚所说：“一台摄像仪甚至可以把布

达拉宫的辩经过程， 完整再现于纽约唐人街的餐厅

中，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了受众视野。 ”［7］侧重于文本和

侧重于符码的媒介符号， 一方面在约定俗成的重构

体系中提高门槛，将宗教内涵表达继续深化，挖掘特

适群体才能明白的宗教意义； 另一方面， 又降低门

槛，从情感体验路径将审美内涵泛化，向普罗大众呈

现共有的审美体验，以此契合时代发展，获得更广泛人

群的接近与接受。

综上所述，笔者在符指理论视野下，对藏传佛教

文化传播媒介进行的二次梳理分类， 一方面使各种媒

介符号的特征更加明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另一方

面， 也阐释了这些媒介符号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特点

及规律， 这些特点和规律与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

关，因而也就颇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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